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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学科体系的重大突破

———评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

邹兆辰

张广智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以新的视角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科

体系，①并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对 19 世纪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梳理与评述，是当代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从西方史学史到中外史学交流史

改革开放以来，张广智一直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不断推出新版本的西方史学史教材

和相关著作，主编了我国首部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在充实完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同时，他

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
作为一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张广智在研究西方史学、撰写西方史学史教材和专著的同

时，也在思考外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他先后撰写了《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西方古典史学的

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关于 20 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

的若干问题》《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他的自选文集《超越时空的对

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也可表明他是以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关注西方史学。
该书的下篇就是“欧风美雨的东方回音”，这意味中西史学交流已经成为他研究西方史学史中的一个

重要板块。他进行的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如，2004 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

会议上，他的《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一文中“谁是中国的兰克”这一问题就引起了与会者的极

大关注与热烈讨论，这表明探讨域外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思考。张广智在研究西

方史学史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研究”意识，即不仅要关注、研究西方史学某流派、思潮、史家本

身的发展，也要关注它们的辐射作用，也就是对中国在内的域外的影响。
这在开始时仅仅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渐渐地变成一个新领域的开拓。为了推进中外史学交流的

研究，21 世纪初，张广智主持了一项课题，其成果即《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② 该书初步建立了一

个阐述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体系: 一方面综合性地阐述 20 世纪不同时期中外史学交汇的状况;

另一方面又选取若干中外史学交流中的个案进行重点阐述。张广智认为: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

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详尽史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可

以预期的是，重视史学史的影响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并有望成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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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①他认为，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突破了

传统史学史研究只关注史学自身发展的单一格局，也不仅因为它拓宽了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更在于

它在史学史学科建设发展进程中的意义。② 这个项目的完成为学术界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这一新领

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该项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评论者称该课题“开辟了史学史研究的新路

径，它对于今后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揭示的学术路径又为后来学者

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学术空间”。③

二、中外史学交流史与文明交流互鉴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可以说是对这个新领域研究的探索，但该书把交流的时间限定在 20 世

纪，对于如何建立交流史的体系也存在着诸多短板。因此，该书出版后，张广智决心对中外史学交流

进行更长时段和更宽领域的探索。在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2020 年出版了具有全新体系和丰富内

容的《交流史》。这项成果证明了张广智当年的预言———中外史学交流史已经成为史学史学科建设

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说当年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还是从西方史学史研究基础上的“影响研究”扩展

出来的，那么，今天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已经发展成介于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两个学科之间的交

叉学科。
这部史学交流史开创了一个新的范畴和体系。首先，研究的时间范围从 20 世纪扩展到“近代以

来”，不论这个“近代以来”如何确定它的上限，研究者把研究的目光提前到 19 世纪以来是毫无疑义

的。其次，该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史开辟了新的研究体系。该书上编“域外史学在中国”，

主要阐述近代以来域外史学( 主要为西方史学) 传入中国及产生的影响; 下编“中国史学在域外”，主

要叙述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对该国和地区史学产生的影响。该书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根

据不同地区的传播情况，有些章节的内容不仅限于近代，如中国史学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古已有之。
该书建立的体系非常明确地构建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新框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广泛性，它可以包

容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各种潮流、各个有代表性的史家和史著的相互影响。
21 世纪初，有学者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

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④虽然我们对于史学史的总体结构可

以有不同看法，但很明显史学交流史与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可以看成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而史

学交流史在 21 世纪初还是“有待铸造”的一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张广智带领的团队已经把这一

足“铸造”起来了。这部书的出版郑重地向读者宣布: “史学交流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

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确实，中外史学交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史学本身，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

载体。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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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动人心的文明华

章。”①中外史学就是记载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图谱和华章，中外史学的交流无疑是人类文明交流互

鉴的一项重要内容，史学的交流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交流。我们从中外史学交流中可以窥

视到中外文明交流的部分情景，因此，中外史学交流的意义超出了史学本身。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张广智在向广大读者介绍西方史学的时候，就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史学的发展。他主编的这部

《交流史》，更体现了他以文化视角看待史学发展的理念，这部著作让我们可以从中外史学交流的事

实中，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意义。换句话说，《交流史》一书为我们理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和

重大意义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展现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窗口。
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是对双方的文化情况、特点与优长有所了解，更应该互相学习与借鉴。

《交流史》在总结美国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更趋活跃，尤其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的不断推进，美国史学

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仍将继续，甚至可能形成‘热潮’。对此，我们需要加强同美国史家

的交流与对话……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

省意识，为我们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及新的研究思路。”②

三、多维度构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体系

《交流史》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新鲜感，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点。
第一，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
平等看待不同的文化，是探讨文化交流的前提。张广智认为: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也

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③中国史学与以西方史学为主的外国史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主体，它

们都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发展中具有各自的理论和方法支撑。中

外史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是各自文明的体现。
对待不同的文明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习近平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

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④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也必须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中国史学有几千年的传统，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一样从来没有中断过，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来形容

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这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盲目骄傲，

蔑视西方史学。同样，西方史学自近代以来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的专业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各

种史学思潮、流派、方法竞相而出，有其所长，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思想和方法，

盲目崇拜西方史学。正如张广智所说:“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不少，对域外史学或顶

礼膜拜、全盘接受，或一概排斥、夜郎自大，这两种极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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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进的步伐。”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处于隔绝状态，既不能

正确看待西方史学，了解它有哪些优长; 也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史学遗产，缺乏文化自信。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才有了进行平等交流的条件，学者们也认识到，为了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应

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域外史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交流史》一书正是用相互尊重、平等

对待的态度看待两种史学，书写一部真正的史学交流史。
在以平等态度看待西方史学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以同样态度看待中国史学的西方史家在研

究和介绍中国史学方面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例如，在“中国史学之西渐: 美国篇”一章中，作者介

绍了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认识的变迁，特别是“二十四史”在美国的

译介和影响。同时，作者也谈到美国学者看待中国史学的平等态度，指出他们“对中国史学尤其是对

传统史学的兴趣趋于浓厚，开始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史学，注重中西史学之间的比较，致

力于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与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这成了美国中国史学研

究的主流。正因为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②

第二，积极补足短板，力争写成一部全方位的史学交流史。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外史学交流的问题，张广智最早涉足。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主要是对西方史学或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影响的研究，涉及中国史学

对域外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以张广智主编的《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为例，全书 18 章，涉及 20 世纪

初域外史学的东传、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引入、20—40 年代的输入、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当
代学者对西方史学的重评与引进、美国新史学派在中国、兰克史学和它的中国回响、文化形态史观在

中国的传播及其回响、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苏联

《世界通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反响等内容。但是，讲到现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则只有两

章的篇幅，这种“交流”显然是不对等的，实质上还是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的研究。
《交流史》一书的出版基本打破了这种不对称的格局，作者力求补足过去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

短板，在中国史学对国外的影响上下功夫，形成了全书的下编“中国史学在域外”。虽然还没有形成

完全对称的格局，但这一编的内容比较充实，包括中国史学之东渐朝鲜篇、中国史学之东渐日本篇、
中国史学之西渐俄罗斯篇、中国史学之西渐美国篇等。每一篇都延请在该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撰

写，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史实全面、评述中肯，充分显示了中国史学在世界的影响力。
以“中国史学之西渐: 西欧篇”一章为例。该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史学在西欧的影响，在时间上贯

穿了从 16 世纪传教士汉学至当代的几个世纪，在地域上包含了以法国为主的西欧诸多国家，在内容

上体现了包括史学典籍在内的中国文化在该地区的影响。比如，该章讲述了为中国唱赞歌的耶稣会

士、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黑格尔的中国想象、《论语》《易经》《史记》的翻译情况，特别讲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最有成就的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史记》翻译。作者指出:“且不论中国古代典籍对欧

洲文明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都应看到，中国的悠久文化和富饶的文化遗产在欧洲历史上的确

引发了诸多思考，‘东学西渐’所带来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扩言之，对西方各界持续升温的

‘中国热’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这深刻地启示了我们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整个人类文明正是

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激励，不断取得进步，不断走向灿烂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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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如此，现代社会更是如此。”①

这些对中国史学在域外影响的研究不限于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也包括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在域外的影响，比如“西欧篇”一章就以很大篇幅讲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知与理解”，讲

述了英国的《中国季刊》和法国的谢诺、索布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关注。在“美国篇”一

章中，作者以一个专题论述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仅论述了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分析了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态度的变化，指出一些学者的认

识和评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而是开始尽可能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控制在学术层面上。
《交流史》一书在中国史学的域外影响上花费了很大力气，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过去很少

见到的。这些内容构成了该书突出的亮点，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史学交流史。
第三，拓宽观察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扩展史学交流的内容。
既然以一种文化的视野看待中外史学交流，就应该扩展交流的内容，而不能把交流局限在专业

的史学领域，把史学交流仅看成是史学家之间的交流。以前的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研究者的观察视

角在时间上往往注重现当代，在内容上注重历史学者间的学术性交流。这固然是中外史学交流的核

心，应该予以重视，但也会造成一定的局限。《交流史》一书的重要特点就是大大扩展了交流的时间

范围和交流内容。在这部《交流史》中，无论是讲域外史学对中国的影响还是讲中国史学对域外的影

响，阐述的内容都不限于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作者们将传教士们以及侨居中国的外籍侨民做的

工作也包括在内，这样就把这部交流史的时限提前到 20 世纪之前。
《交流史》把中外史学交流的时间上限提早到 19 世纪是有学理根据的。作者依据邹振环所著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一书的观点来确定交流的起点。② 该书认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时

间必须以 19 世纪初西方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为起点，把 1815 年至 1900 年这一段时间归属为晚

清，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就将 19 世纪初外国传教士的译述活动视为“西史东渐”的起点。
我们从《交流史》的许多章中都能看到这些传教士们出版报刊、翻译书籍，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

其中就包括史学。让中国读者最早知道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的不是史学家而是传教士。
同样，这些传教士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介绍到西方，有的甚至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传教士是

中外史学交流的先行者，肯定他们在中外史学交流上所做的贡献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有益于文

明交流互鉴。除传教士外，外国的汉学家们也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交流史》也介绍

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
《交流史》在阐述域外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时，特设专章论述西方史学与中国台湾的史学交

流，体现了作者们论述中外史学交流的广阔视角，这也是过去的交流史所忽视的。台湾地区的学者

在了解西方史学方面比大陆要早，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外史学交流中起了某种中介作用。作者以较

大篇幅介绍了台湾地区学者张贵永对欧美史学的研究成就，指出张贵永从欧洲社会状况出发，重视

欧洲近代以来史学中一以贯之的历史主义，考察其起源、成长与影响，分析不同时期学者思想的贡献

与不足。这种结合社会背景、关注学术传承、重视史学思想的做法，是张贵永西方史学研究实践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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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第 1063 页。
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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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征，在某些方面，与大陆不同时期的同行所见略同，是研究西方史学的成功范例。①

第四，以历史的眼光、全方位的视角看待并阐述史学交流，使之真正成为一部交流史。
阐述中外史学交流的某些事实并不难，但要写成一部交流史却并非易事，这就要求作者要以历

史的眼光和全方位的视角看待史学交流。不同历史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内容不同，同一个学派在交

流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所以，对于史学的交流也必须进行历史的阐述。《交流史》第七

章“近代德国史学在中国: 清季民国以来的兰克史学”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首先考察了兰

克史学东传的途径，包括借路日本、转道美国、径自欧洲等，在谈到兰克史学对中国的影响时主要从

关于西史教材的编写、中西史法的对比、借鉴研究与移译抄袭，以及留洋学子直接传播等途径来说

明。而兰克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五四前后的绍述与忽视，到史语所成立之前的

接触与犹疑、史语所成立之后的接纳与反馈，到从傅斯年、陈寅恪看兰克史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

响。而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兰克史学在中国的反响也是一部历史，从开始的批判兰克到“文革”
后的回归兰克，到跨世纪研究的重读兰克。可以看出，兰克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

的命运是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一个缩影。
第五，注重阐述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人的作用。
中外史学的交流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报刊、书籍、学校教育、学术报告讲座、研讨会等途径进行，在

这个过程中，学者个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中国学者通过对域外史学的了解和研究向中国学

人介绍外国史学的动向，有的外国学者则向当地人介绍中国史学的发展成就，还有更多的学人对外

国史学输入中国进行学术上的呼应。中外史学的交流就是仰仗这些学者的积极活动进行的。所以，

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中应该有他们的地位。《交流史》记述了许多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做出贡献的人物，

例如，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在介绍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开创性贡

献; 肯定何炳松、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在引进西方史学方面的贡献; 在讲到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的影

响时，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朱谦之和胡秋原; 在讲述新时期的史学交流时，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讲述张芝

联对中外史学交流的贡献; 讲到在美华裔学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影响时重点讲了洪业、杨联陞

等老一辈学者，也介绍了汪荣祖、王晴佳等当代学者的贡献。此外，一些参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当代青

年学者，也在本书中有所反映。

四、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待完善的空间

《交流史》是张广智和他的团队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果，它的问世在史学史学科建设上开辟了新

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一部著作不可能包含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所有内容，由于内容不

同、作者的写作风格不同，各章的撰写也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在中外交流的地域上也还有待扩展

的空间，如在和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交流上还是空白。为了更好地完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学

科建设，笔者希望有些内容应增加到交流史中。
第一，比较史学也许算不上西方史学一个有完整学术理念的学派，在很大意义上是普遍运用的

方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史学的影响很大，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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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材都把它列为史学新方法，《交流史》在介绍年鉴学派时也涉及比较方法。受这种新方法的影

响，有学者写过比较史学的专著，不少学者也运用这种方法撰写专著或论文，比如，中西封建社会的

比较、汉代奴隶制与罗马奴隶制的比较、英国都铎王朝与中国明王朝的比较，等等，比较方法的运用

大大促进了当时的史学研究。随着更多西方史学理念的输入，比较史学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但它产

生过的影响还是值得总结的。
第二，苏联史学曾经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史学，无论在历史观、学术体系、编撰方法等方面

都曾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广智撰写过多篇关于苏联史学的文章，

在《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曾亲自撰写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和苏联《世界通史》的特点及其

在中国的影响，但在《交流史》中，没有设专章论述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只在第 15 章“唯物史

观的输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一节讲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大规模输入，这样

的地位、篇幅与阐述其他西方史学流派对中国的影响不相称，更与第 18 章“中国史学的西渐: 俄罗斯

篇”大篇幅论述中国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在《交流史》中没有反映，是一个空白。张广智对西方

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做过专门研究，这部中外史学交流史缺少这方面内容也是一个缺陷。
上面所说的第二、三两项内容虽然在《交流史》中没有呈现出来，但在张广智对西方史学史的整

体研究成果中是有充分显示的，也许是为了避免和已有的学术成果重复有意地避开了这些内容，这

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外史学史交流的情况，还需要关注张广智此前的其他成果，

如《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学之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等。
第四，21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一些新领域输入中国，受到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催生

了史学的一些新领域，如生态史、全球史、社会史、文化史、性别史等。这些史学新领域的产生突破了

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的框架，有的新领域也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希望中外史学交流史能与时俱进，不

断地反映史学交流的新情况。
总之，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体现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立为史学史

学科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视角，扩展了新的内容。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史

学史学科的建设，也有助于培养学贯中西的史学人才。如果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科的建设能够更多地

着眼当下、详今略古，更关注正在发生的史学交流情况，不仅有益于史学史学科建设，也会对促进中

国史学的整体发展与繁荣有积极意义。正如张广智在《交流史》结尾中谈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

外史学交流的意义时所说:“我们开展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具有更宽广

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关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更与我们的文化自信相关联。历史与现实

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氛围弥足珍贵，历史机遇稍纵既逝，让我们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机会，努力奋斗，在

中外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更多的贡献。”①

( 作者邹兆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100089)

( 责任编辑: 张舰戈)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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